
2015 年第 4 期总第 180 期
2015 年 7 月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No. 4，2015
Jul. 2015

界定“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
一种政治性馈赠解释

李瑞昌

内容提要: 关于对口支援问题的讨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关注“对口支援实践能做什么”，

却没有指明“对口支援应该是什么”，甚至夸大了对口支援的功能，造成“援助病”。对口支援

的功能( 能做什么) 取决于对口支援的本性定位( 是什么) ，因此，过于夸大对口支援实践的功

能既可能造成受援方援助依赖又可能导致支援方不堪重负。文章试图将对口支援实践界定

为一种政治性馈赠，并认为对口支援实践的中国特点有: 一是政治性馈赠的主体由三方构成，

与对外援助明显不同; 二是政治性馈赠打破了传统馈赠结构，回赠义务不是由受赠方而是由

发起方承担，因而激励结构发生了位移; 三是作为政治性馈赠的对口支援实践在不同时期功

能略有差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对口支援方肩负

的受援方的地方经济发展功能将会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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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是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国内理论界中却有四种不同答案。在发

展经济学派看来，对口支援是发达地区( 或东部地区) 对不发达地区( 或少数民族地区) 的

经济帮助，从而促进区域( 尤其是行政区) 之间共同发展的政策性投资( 靳薇，2011: 54 ) 。
就宏观政治而言，对口支援是维稳政治之一，是发达地区政府帮助边疆地区发展的政策工

具，是实现边疆安定、全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安排。社会学派观点则认为，对

口支援是一种慈善，是一种形式上看似政府间的慈善而实质是个体间的善举或布施。而

在公共财政学派的视界中，对口支援是不同行政级别政府之间的财政平衡。从公共管理

学角度看，对口支援，即结对支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大协作精神的体现，是区

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 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

2001: 140) 。
在现有的研究文献里，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均聚焦于对口支援“能做什么”和“做

了什么”，而比较少关注对口支援“是什么”，甚至将“支援”与“合作”完全等同起来。学



者和实践者所研究的典型问题包括: ( 1) 东西部地区或者发达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能否通过对口支援更加团结( 国家统一或民族团结) ? ( 2) 通过对口支援能否实现由经济

的梯度发展走向均衡发展( 发展战略转移) ? ( 3) 对口支援能为国家重大战略或工程实现

提供多大贡献( 国家战略实施) ? 总之，尽管大量的研究均提到“对口支援”是一项政策模

式或制度创新，但在具体应用中，均将其视为政策工具。然而，如果只关注“对口支援”中

“支援”功能而没有突出“对口”的含义，那么就无法准确锁定它的真实功能。
本文试图转变“对口支援”研究的焦点: 从实践的效果转向实践的条件研究，即回答

“对口支援实践是什么”和“对口支援实践对于参与者有何意义”的问题。通过对支援的

事实进行总体把握和分层理解，从而揭示隐藏着的内涵，发现对口支援实践中可能存在的

风险与问题。因此，本文不仅阐明了可以观察到的对口支援的事实，而且深入到了不能观

察到的真实意图。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答了对口支援实践是一种政治性馈赠;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政治性馈赠帮助对口支援实践的主导者———中央政府抽取地方财政

资源、深化权力与资源转换以及实现实质性和象征性支配的意图; 第三部分指出了对口支

援实践给政治性馈赠的双方地方政府和主导者的中央政府留下了诸多风险; 第四部分简

单总结了对口支援实践是一种政治性馈赠的原因。

一、对口支援实践是什么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界定“对口支援实践是什么”，是判断支援各方政府行为性质

的标准，也是推断对口支援实践功能的基础。本文从社会交换角度认为，对口支援的初始

目的是促使资源定向流动和跨区域、跨层级的组织间互动，属于资源流动方式中的馈赠方

式，它是一种定向的流动。因此，对口支援可界定为“一种政治性馈赠”。
所谓政治性馈赠是指两个行政层级不对等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借助于

馈赠方式实现各类资源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流动的援助实践。之所以

将对口支援界定为政治性馈赠是因为馈赠双方自愿而非自主地将资源无偿赠送，从而形

成了长时间的稳定的政府间交往关系。具体而言，对口支援实践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地

方政府间一系列行为的综合体。
( 一) 对口支援是一种馈赠方式的资源横向流动

“对口支援”是由两部分构成: “对口”和“支援”。支援的底色是“援助”。援助行为

中包含了支援方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向受援方转移，“对口”是指资源( 包括物质产品与服

务) 流动的方向性，即是一种资源的定向流动。于是，从资源流动的角度来看，对口支援

是资源在特定的援助双方之间的定向流动，援助双方之间存在稳定的社会关系。因此，资

源流动是对口支援的逻辑起点，但是，资源流动只是资源配置的结果，资源流动的机制与

方向是由资源配置的方式所决定的。
人类社会历史长河先后形成了三种基本的资源配置类型: 馈赠、再分配和交换。每一

种方式均是特定社会背景中的产物，也延续到后期社会各阶段，并深远地影响着人们间的

社会关系。
1. 馈赠。以馈赠方式进行资源配置，也是人类社会最早的资源配置类型，是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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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组织交往的一种方式。以馈赠为中心的资源配置形式，是基于人的利他心理，成长

于社会阶层与利益分化的土壤，是一种历史时间最长、延续最久的资源配置形式。馈赠是

赠与者遵循价值不对等原则将资源赠送给受赠方的资源分配方式。
2. 再分配。再分配是等级社会中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也是阶级统治的基础。它以

权威分配的再分配形式，立足于科层制等级权威，以互惠互利为运行准则的国家权力机

制，其功能和适用范围仅次于市场配置资源形式。再分配是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取

社会资源和再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
3. 经济交换。经济交换是商品出现后最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货币的出现加快了

经济交换方式在时空结构中的扩张，也加快了交换方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步伐。以

市场机制为中心的资源交换形式，始于人的自利心理，它遵循竞争互利的原则，这是当今

社会最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形式。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形式。上述三种形式

在不同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也稍有差异，均会有一种形式是主要机制。三种资源

配置方式无论在决策结构、受益方、回应机制、责任类型、资源流动方向和主体双方之间的

关系上都具有有较大的差异( 见表 1) 。但是，它们都是现代社会资源流动不可或缺的形

式，是相互依存的人们之间的各种联系。选择何种资源配置方式是根据具体社会条件、历
史任务以及双方的需要而确定的。总体而言，资源流向更容易凸显社会关系的特征。以

资源流向而言，市场机制和馈赠更具有横向资源流动的特征，分配是具有资源纵向流动的

特性。

表 1: 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交换 再分配 馈赠

分配决策 互相
政治中心( 央) 权威( 代表
规则制定者利益)

赠与者( 常常是指定的或义
务性的)

受益者 交易双方 社会中最大多数人 少数人最大受益

回应( 回馈) 自发性( 利益、时间成本) ( 无) 不确定的( 回馈时常延误)

责任类型 契约责任 政治责任 道义责任

流动方向 横向 纵向 横向或纵向

双方关系 平等 等级关系 不确定( 依附关系)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资源 ( 包括资金、物质、人才和技术

等) ，基本上是纵向流动，即统收统支的再分配，也被称为纵向经济，唯有偶尔的支援行动

才促使一些基本生产资料的资源领域发生横向流动。1978 年，新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

后，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推动资源横向流动，加快商品经济体系的建立，推动市

场机制形成。为此，中央启动了两项推进资源横向流动的政策方案: 一是对口支援，主要

解决经济发达省份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省份的资源横向流动问题; 二是经济技术协作，主

要促使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政府打开自我封锁、合作壁垒，促进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在部

门和政府间的横向流动，从而推动区域内经济横向协调，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因此，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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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方与受援方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来看，双方之间发生了资源流动。
可以说，对口支援无非是资源横向流通的一种手段。

( 二) 对口支援实践中包含多种互惠结构

互惠( reciprocity) 是物品流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是一系列的交换，是一种连续

的模式，是人类社会各种行动基本守则，是馈赠的本质 ( 卡尔·波兰尼，2007 ) 。换句话

说，互惠是馈赠能够发生的基础，又是馈赠的结果。馈赠是古往今来中西方国家与社会中

常见的行为，是人们互相交往一种基本形式，是不同习惯、风俗、文化和规则的共同纽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情伦理①( Yang lie － sheng，1957; 杨美慧，2009; 阎云翔，2000 ) ，西方

国家一直信奉关系资本。馈赠可以实现社会交换并培养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社会结构。
换句话说，馈赠的功能是既可以促进人际交往还可以制造社会结构。

就馈赠结构而言，馈赠由馈赠者、礼物和受赠者三种要素构成; 从馈赠行为来看，包括

馈赠者送出礼物、受赠者接受或拒绝礼物、受赠者回馈礼物的整个馈赠过程。根据回馈的

礼物与赠送礼物之间的等价性状况，互惠的结构可区分为: 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

( 无) 互惠( 马歇尔·萨林斯，2009) 。
1. 慷慨互惠。慷慨互惠是等级化社会中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馈赠行为。受赠方可

以借助一定途径向馈赠方表达对礼物的意愿，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等级弱化而

终结，如长辈给下一代的赠物。
2. 等价互惠。等价互惠是直接交换。即受赠方友好、对等地回赠等数额礼物，甚至

竞争性地增加回赠物，回礼也毫不延误。等价互惠的双方均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彼

此社会地位平等，但是，双方的社会关系随着交换结束而终止。
3. 无互惠。消极( 无) 互惠是只进不去，目的是为了赚取实际利益。无互惠发生在政

治体系中科层组织中上级给下级的馈赠，下级并不需要回赠，体现上下级权力结构。无互

惠中受赠者接受馈赠方的礼物之后，因缺乏回馈的礼物而形成对馈赠方的依附关系，双方

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无互惠中馈赠双方并不能真实表达自己对馈赠物的意愿，双方的

社会关系也因政权变革而终止。
这三种互惠结构共存于一系列对口支援政策规定之中。如中央政府的部委等组成部

门对遭遇自然灾害地区或贫困地区的民众施行各种物质和资金援助属于典型慷慨互惠;

发达省份遭遇临时性困难接受不发达省份支援后往往会加倍回报，属于等价互惠。央地

政府或同一行政区中省、市县政府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 从救灾、卫生防御到农业补

助) 和广泛的“技术援助”等，则是无互惠。
除了上述三种互惠结构，对口支援实践中还包括了另外一种互惠结构———第三方互

惠，其特点是馈赠双方之间并没有互惠关系，而馈赠双方都与第三方之间有互惠关系。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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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回赠的义务并不是由受赠方承担，而是由支援发起方的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回

赠; 中央政府回赠物激励支援方积极开展支援行动，甚至诱导多个支援方相互竞争，同时

要求受援方感激中央政府赐予的此项福利。因此，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所指

示的一项政治性互惠行为，是第三方互惠结构。
( 三) 对口支援实践是中央政府、省市政府与市县乡级政府三方共同的行动过程

在现行的宪法规定中，任何行政层级的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表。用管

理学术语来说，就是中央政府与任何一级地方政府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即地方政府是中央

政府的代理人。在对口支援实践中，需要援助的市县乡政府向直辖上级省市政府提出援

助诉求，然后由省级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支援需求，中央政府指令经济发达的省级政府对

口支援，实行“一个省对口支援一个县”的用大帮小、以强助弱的援助模式。于是，在中央

政府、省市政府与市县乡政府之间形成了“两个委托代理关系、一个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和

一个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即中央政府与支援方的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央政府与受援方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受援方的市县乡级政府与上级省市政府间的

层级关系、作为中央代理人的支援方省市政府与受援方的市县乡级政府之间两个代理人

之间关系。
事实上，在对口支援实践中，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和市县乡级政府等四方在共同行动

过程中结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且这些关系会随着其他因素而变得漂浮不定，甚至呈现出

繁杂的结构。但是，无论如何，上述的“两个委托代理关系、一个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和一

个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是其基本结构( 见图 1) 。从它们之间关系强度而言，两个

委托代理关系和一个上下层级关系是强关系，日常发生较多的联系，而代理间关系是弱关

系，除了对口支援过程中联系紧密之外，日常联系甚少。

图 1: 对口支援中行动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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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性馈赠过程中央政府获益了什么

对口支援是什么决定了它能做什么。前文已经将对口支援界定为政治性馈赠，这说

明对口支援功能的有限性。当然，作为一种常规性政治实践，对口支援所带来的结果与影

响仍然难以估量与评价。下文仅从对口支援的发起方和主导方———中央政府的立场思考

对口支援帮助她实现了什么，也就是对口支援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有何重要价值。
( 一) 对口支援帮助中央政府抽取地方财政资源

就对口支援主导方的意图而言，对口支援是全国性政府( 或中央政府) 抽取财政资源

的一条途径。统一国家中财政资源在全国性政府( 中央政府) 与次级政府( 地方政府) 间

如何分配是政府间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全国性政府与次级政府之间博弈背后

的事实诉求。甚至有学者指出: 财政联邦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财政体制，超越了按照

政治或行政体制区分的单一制或联邦制。也就是说，全国性政府与次级政府共享财政资

源是一种必然。财政联邦制的核心是税制区分，税制可区分为全国性政府独享税、次级政

府独享税以及双方共享税。税收是全国性政府抽取财政资源的第一条途径。事实上，随

着国家事务越来越多，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跨越行政区域界限，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越来

越对全国性政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全国性支出也越来越大，寻找抽取财政资源的第

二条渠道已经成为全国性政府防止财政赤字和保持正常秩序的重要方案。
分税制建立了财政资金自下而上的抽取途径，是法定化的第一条财政资金抽取渠道。

这条渠道不仅可以增强中央财税的获取能力，而且有利于中央政府实现国家意图、维护中

央权威。当然，如果中央政府过于依靠法定的第一途径抽取能力而单独处理国家大事的

话，不仅容易打击地方政府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地方政府合作、民族团结

和人民和睦。因此，即使在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强盛后，依然运行对口支援的财政资源抽取

功能，实现政策工具的政治与社会功用。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中国财税体制始终需要妥善处理的难题。20 世纪 80 年代推

行了财政双轨制，曾在保有中央与地方各自存量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增量扩展自

由流动的空间( 孙立平，2005 ) 。此间，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不仅促使了市场

主体快速增长而且迅速累积了地方财力。相比之下，中央政府财力明显不足，运用中央财

力办全国性或贫困地区的事务能力低下①( 邓小平，1994) ，于是，中央政府尝试用政治方

式从地方政府抽取财政资源，对口支援演变成为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抽取资源的第二条途

径( 第一条途径是财税制度) 。对口支援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所开展的各种支援 ( 援

助) 的显著差异就在于:“对口”二字不仅表明了支援双方的义务关系，而且明示了中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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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针对这种现状，邓小平提出了要集中的构想。“现在全国的企业，包括一些主要企业，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

握的收入有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现在一提就是中央集中过多下放太少，没有考虑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的问题。中

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



势干预支援的决心①。
( 二) 对口支援实践浸润着中央政府将权力转换为资源的意图

从表面上来看，对口支援是人才、物质和资金等资源实现跨区域的流动; 深入研究则

可发现对口支援之所以发生并顺利进行的直接动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权力推动。换句话

说，缺少中央权力强势作用，支援方省市政府的资源是难以快速流动到受援方的市县乡级

政府的; 也就是说，无论市场经济体制成熟与否，资源的横向流动依然容易受阻。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央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推动地方政府掌握的人才与资金

资源向受援方地方政府流动，也可以只用自己权力推动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人才资源向受

援方地方政府流动，而自己对受援方地方政府再分配资金。当然，中央政府并非资金的生

产者，而是抽取者，仍需要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要实现

权力与资金之间的转换有两条路径: 一是直接抽取，即从支援方地方政府抽取财政资源，

转换成中央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然后通过再分配方式划拨给受援方地方政府; 二是间接

抽取，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指令支援方地方政府直接向受援方政府划拨地方财政资

金。于是，形成了两种途径的权力与资源转换结构( 见图 2) 。

图 2: 权力与资源转换的两条路径

( 三) 对口支援帮助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地方政府的实质性和象征性支配

回馈的时间机制可以揭示馈赠过程中不仅包含着道德义务而且隐藏着真实权力。人

类学家马赛尔·莫斯( 2002) 认为，馈赠这一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具有自愿性、自由性

和无偿性，而事实上，馈赠的同时可以伴随着以经济利益和道德义务为基础的交易、虚伪

和形式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 2009) 认为，馈赠实践中隐含的权力结构才是馈赠

实践中互惠的程度和本质上的差异。
皮埃尔·布迪厄( 2003) 聪明地发现，回报时间也是决定馈赠意义的关键要素。在任

何社会中，人们能观察到，回赠应该是延期的和有差别的———否则就构成一种侮辱，立即

回赠完全一样的东西显然无异于拒绝。因此，赠品交换不同于有来才有往，后者如同互惠

循环结构的理论模型，致使馈赠和回赠在同一时刻发生。赠品交换也不同于借贷，借贷的

归还得到法律文件的明确保证，好比在订立确保时效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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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对口是对支援这种行为的一种规则约束，就中央而言有如下好处: ( 1 ) 便于考核支援省份，克服

地方机会主义; ( 2) 减少协调成本，有序援助; ( 3) 增加地方自主权，科学援助; ( 4) 有利于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加强其他

领域的合作( 李庆滑，2010) 。



之时已经履行。
当无回赠或回赠无限延期时，赠送者无疑就会获得一种优势甚至转化为一种权力; 从

而形成了赠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一种象征性支配。人们由赠品交换的对

称性逐步转向作为政治权力构成基础的夸示性再分配的不对称性，并且随着人们渐渐偏

离以经济状况相对平等为前提的完全互惠关系，以感激、效忠、尊敬、道义责任或良心债这

类典型的象征形式提供的债务偿还所占的比重必然会增加( 皮埃尔·布迪厄，2003) 。
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主导下政治性馈赠，受援方并不需要立刻回馈支援方，而是要求

未来以各种非物质方式回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此，一旦对口支援实践开启，中央政

府对受援方地方政府的象征性支配就形成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通过财税制度、行政制

度以及政治制度对支援双方的地方政府进行实质性支配，连同上述象征性支配，对口支援

实践真实地成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质性和象征性支配的综合行为。
( 四) 对口支援突破了“税收逻辑国内援助制度”而呈现“中国特点”
一般而言，国内援助实践受到两个制度的约束: 一是国家结构形式，即单一制或联邦

制; 二是国家税制，即分税制还是统收统支制。其中最为直接的约束制度是国家税制。这

是因为任何国内援助最初的出资者或最终的受益者均是公民个体。换句话说，一个公民

所缴纳的税收由哪些政府分享了，那么，在遭遇困难时，就需要得到哪些政府的援助，这就

是税收逻辑的国内援助制度。
联邦制且采用分税制的国家( 如美国) 的国内援助形式多数是纵向援助，即全国性政

府( 联邦政府) 援助次级全国性政府( 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或者次级全国性政府 ( 州政

府) 援助地方政府，而比较少出现州与州、非同一州的地方之间相互援助; 如果发生州与

州、非同一州的地方之间相互援助，则需要预先通过各自地方议会审议后签订援助协议。
单一制且采取分税制的国家 ( 如英国) 的国内援助类似于联邦制且采取分税制的国家。
换句话说，只要采取分税制，那么，次级国家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之间发生援助关系只是

一种援助双方关系。中国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口支援是一种三方关系，即中

央政府、援助双方的地方政府。因此，归纳对口支援的中国特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援助关

系是三方或四方关系而非普通的双方关系; 二是以馈赠的亲缘人情伦理为逻辑而非税收

逻辑的国内援助制度; 三是援助形式内容多样而非仅有资金和物质，其中人才和技术援助

在对口支援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且援助人才的迁移是政府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三、对口支援实践中带给馈赠双方的问题

作为一种政治性馈赠的对口支援的实质性过程是由馈赠双方完成的，即支援方的省

市政府和受援方的市县乡级政府。那么，自愿而非自主的政治性馈赠带给支援方与受援

方哪些问题呢?

( 一) 政治性馈赠令支援方政府陷入无法公开的尴尬境地

分税制实施之前，地方政府财力强、中央政府财力弱，中央政府通过对口支援不仅可

以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减缓贫困而且可以削弱经济发达地区的实力、减少对中央的威胁。
自 1996 年分税制成功实施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率急速下降( 已从 1996 年的 6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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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2010 年的 55% ) ，而中央财力迅猛壮大。与此同时，对口支援工作的力度仍然有

增无减，支援方政府的本地负债率持续上升( 地方负债突破了本地 GDP 的 60% 国际警戒

线) ，于是，支援方地方政府解决本地社会问题的能力也受到影响。
另外，尽管受援方政府获得的援助物( 包括资金和人才) 在整个政府年度支出中所占

份额很小( 除西藏和新疆外，支援金额在受援方收入总额中均在 1% 以下，低的甚至只有

0. 1% ) ，但是，因对口援助的地方逐年累加越来越多且临时性的对口支援任务( 如地震等

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 ，支援方政府年度对口支援的财政支出绝对数额已经相当惊人，甚

至比例已经超出了省市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 1%。财政自主率下降和年度支援金额总量

上升让支援方政府陷入无法向当地纳税人真实公开的尴尬境地。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

政治任务又迫使支援方政府不能拒绝，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人才的激励手段也越来越有限，

使支援方政府开始陷入对口支援的泥潭迹象日趋明显。
当然，支援方的地方政府也采取一些举措确保对口支援的顺利实施。归纳起来，有三

个方面: 一是将人财物援助形式逐步调整为以资金支持为主，即交支票的战略; 二是要求

受援方地方政府更多地支持来自支援方的企业到受援方创业，即产业援助的战略或交钥

匙的战略; 三是尝试从单向的对口支援走向双向的对口合作，签署货物准入门槛互认，即

市场管制标准统一的战略。当然，这些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支援方地方政府的压力，

也为受援方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也会产生“旧愁未解、新忧再增”的困境。
( 二) 无回馈义务诱使受援方政府更依赖于中央政府

前文已经谈到政治性馈赠中，受援方并不承担回赠的义务，而由中央政府( 第三方)

承担回赠的责任，打破了常规馈赠结构。无回馈义务的政治性馈赠所产生直接后果是受

援方政府因缺乏义务感而不断地向中央政府要求转移支付，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即

打着中央政府的名义不停地向支援方政府索援。这样，不仅无助于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与

经济落后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合作交流更多，

反而使双方关系变成了索求者与恩赐者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由于能轻易获得资源，甚至援助超出了自身财政收入，受援方政府越来越

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和各种援助。一些受援方政府的领导人甚至将争取到中央政府更多

的转移支付、获得更多人财物的对口支援视为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如此一来，受援方政

府更加没有足够精力和耐力思考本区域自主发展的问题，自主发展能力增长的速度更加

缓慢，一些受援方政府将本区域发展任务与规划视为中央政府或支援方政府的事情①( 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 。而事实上，只有当地的领导人才会明白本地区的发展道路，

非本地区的领导人只能隔鞋挠痒、无法知晓。也就是说，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

道路必然不同，无法复制。
( 三) 对口支援会使中央政府落进责任感下降的窠臼

作为战略实施工具的对口支援具有“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通过对口支援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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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 2001) 提出:“承担对口支援的省市，应该把加快西藏受援地区的发展视为本省市的一项特殊任务，把

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本省市整体发展计划，实施全方位援助。”



不仅可以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获得更多发展资源、缩小地区差异，而且可以强化中央权

威、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 另一方面过于使用对口支援政策工具也给地方政府或一些

国际组织留下“中央政府不愿担责，将自身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的口舌。尤其是中央政

府财力雄厚而地方政府财力空虚的阶段，这种声音的出现无形地削弱了中央的威信。因

此，中央政府何时应该启动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不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当地

政府以及支援方政府各自承担何种职责、扮演哪些角色，是值得中央政府深思的问题。
另外，为了边疆稳定、平衡地区发展差异，中央政府对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实行大量

的转移支付和工程项目投入，也要求经济发达省份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从而带来部分不

发达地区短时间的繁荣。一旦转移支付额度减少和对口支援力度放缓，不发达地区往往

又容易返贫，于是，这种现象被国际学者称之为“设计下的贫困”( 安德鲁·费舍尔，

2002) 。“爱哭的孩子多给奶”的转移支付模式和“出力不讨好”的对口援助政策也需要中

央政府重新反思中国的区域发展和区域合作战略。

四、结 论

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实践之所以被界定为政治性馈赠，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

支援本身是一种馈赠方式的资源配置; 二是馈赠的过程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完成的; 三是对

口支援的资源占受援方政府支出总额中比重小且功能有限，类似于人际交往中“礼物”的

价值。中央政府通过对口支援减轻了自身财政负担、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并重塑了中

央权威。但是，作为政治性馈赠的对口支援实践改变了馈赠的基本结构: 由馈赠双方结构

变成了主导方和馈赠双方的三方结构，回赠义务不是由受赠方而是由发起方承担，于是激

励结构发生了位移，造成了对口支援肩负了超越政治性馈赠属性定位的责任。如果扩大

对口支援实践的功能，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既造成受援方援助依赖又导致支援方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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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Partner Ai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Political Giving Explanation

Li Ｒuicha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ractical circles concentrate on the discussion of what partner aid can do while
theoretical circles do not specify what partner aid is，so the function of partner aid is overstated，resulting in aid
problem． So，the function of partner aid ( what it can do) depends on its natural orientation ( what it is) ． Ex-
cessive function of partner aid leads to not only receiver overreliance on giver and also giver overwhelming loa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fine what partner aid practice is from the areas of experience，facts and truth，and fi-
nally summarized as a kind of political giving． Then，mechanism of partner aid，political giving operation and
its effect are propos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 aid are the key points of the whole theory: First，part-
ner aid is made up of three parts，distinct from foreign aid; Second，political giving breaks traditional contribu-
tion structure，and repayment obligation is undertaken by initiator but not receiver so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dis-
placement occurs; thirdly，partner aid practice as a political giving has slightly different functions at various pe-
riods，as the market economy matures and the central financial capacity gets stronger，the economical develop-
mental function shouldered by targeted assistance is getting weaker and weaker．
Key words: Partner Aid; Political Giving; Political Mission; Political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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